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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北部湾的中国南方地区与越南、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相邻而居，自古
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着友好的交往
与联系，并形成了朝贡贸易文化圈、铜鼓文化圈、
方孔钱文化圈、陶瓷文化圈等多重文化圈，它们共
同构成了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

一、朝贡贸易文化圈

中国与泛北部湾的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早

已有之。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
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
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十
日有夫甘都卢国。 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
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 其州广大，户口多，多
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
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
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
利交易，剽杀人。 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
大珠至围二寸以下。 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
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 自黄支船行
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
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1]（P1330）

这是史籍中关于汉代中国北部湾沿岸地区至东南

亚、 南亚等地之间存在着一条远洋贸易航线的最
早记载。 这条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主，被称
为“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带上翻译
和应募的商人，从汉朝“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
始发港———合浦港出发，跨越南海，远航至东南亚
等地进行友好交往和贸易。
东南亚各国海外的商人或使团也可通过“海上

丝绸之路” 在北部湾合浦港登陆， 顺着南流江、灵
渠、湘江等交通路线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国建立直
接的贸易、 朝贡关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 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
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
远，山川岨深，音使不同，故重译而朝’。 ”[2](卷 86，P1915)早

在秦统一中国前，越裳国就千里迢迢，经过多次重
驿来到中国朝拜， 可见中国与今天的越南等地在
秦以前就存在着联系和交往。 又：“顺帝永建六年，
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 帝赐调便金印紫
绶。 ”[2](卷 86，P1916)叶调国即爪哇，属印度尼西亚。 这种
情况反映在东汉时期， 今印度尼西亚已来汉朝进
行“朝贡贸易”了。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开辟了经东南亚

穿过印度洋，从波斯湾或红海抵大秦（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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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国一，白爱萍

[摘 要] 泛北部湾的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东盟国家在古代经济文化
交流过程中就形成了朝贡贸易文化圈、铜鼓文化圈、方孔钱文化圈、陶瓷文化圈等多重文化圈，它们共同
构成了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 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为当今泛北部湾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 文化圈；泛北部湾地区；历史文化；交融
[作者简介] 廖国一，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白爱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2)01 - 0102 -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09BSS010）《构建认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持续研究》阶段性成果、广西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泛北部湾历史文化研究团队’阶段性建设成果

102



的海上航线。 南朝时，林邑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往
来频繁。 在南朝刘宋孝建、大明、泰豫年间，林邑数
次遣使入贡 [3]（P2378-2379）。 梁时，林邑国者，又于天监、
普通、大通年间遣使献方物[4](卷 54，P787-788)。
在马来半岛顿逊国的盘盘国、丹丹国，自南朝

初年开始与中国朝贡往来。 到梁时， 交往更加密
切。 盘盘国“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象牙及塔，
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 六年八月，复遣使送菩提国
真舍利及书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今苏门
答腊岛上的干陁利国，宋孝武世，王释婆罗呐怜陁
遣长史竺留陁献金银宝器[4](卷 54，P796)。另外，在今印度
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一带的婆利国也来朝进行朝

贡。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天监十
六年，遣使奉表。 ……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
珠贝智贡。 ”[4](卷 54，P796)

隋唐时期统治者仍然重视海外贸易。 隋朝大
业年间， 隋使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带
上五千段丝织品自南海乘舟出访赤土国 ( 在今马
来亚半岛)， 其王 “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
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
其都。 ”[5](卷 82，P1834)归国时，赤土国遣使者那邪伽与隋
使一起“循海北岸，达于交趾”[5](卷 82，P1835)。 海北岸即
今北部湾北岸。 当时南亚的婆利等国的使节，大都
途经北部湾登陆中国。 史载：“婆利国，……大业十
二年，遣使朝贡。 ……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
亦来贡方物。 ”[5](卷 82，P1838)唐代，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
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广州、交州、泉州、扬州成为中
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 由唐德宗时宰相、地理学
家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6]（P1152），可知，唐时由
广州向东南海航行，可到达今越南、马六甲海峡、
印尼苏门答腊岛等东南亚地区。 足见当时广州与
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发达。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宋

初， 首先与中国进行朝贡的是位于今越南中部的
占城国。 占城国多次派遣使者前来中国进行官方
贸易。 占城国于“建隆二年曾贡方物，三年八月又
来贡，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
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7](卷 2，P77)。 此后，东南亚诸
国纷纷来华进行朝贡。
三佛齐宋建隆元年（960 年）九月，国王悉利

大霞里坛，遣使来贡方物。 二年（961 年）五月复遣
使进贡。 三年（962 年）三月又来贡，十二月又贡方
物[7](卷 2，P86)。 阇婆国（今爪哇岛），“宋元嘉十二年，遣
使朝贡。 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陀湛、
副使蒲亚里、判官李陁那假澄等来朝贡。 大观三

年六月，遣使入贡。”[8](卷 489，P14092-14093)勃泥国（今印度
尼西亚加里曼丹北部），“太平兴国二年， 其王向
打遣使赍表贡……。 元丰五年二月，其王锡理麻
喏复遣使贡方物， 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
之。 ”[8](卷 489，P14094-14095)据统计，宋朝来朝贡比较多的
国家有：交趾来华朝贡 45 次，占城 56 次，三佛齐
33 次 [9]。
宋时与泛北部湾东南亚各国的商业贸易也

得到发展。 中国商人到泛北部湾的东南亚各国进
行通商，受到了当地人的友好接待。 《宋史》中“阇
婆国传 ”载 “中国贾人至者 ，待以宾馆 ，饮食丰
洁”[8](卷 489，P14091)。 南宋《诸蕃志》记述中国海商抵达
浡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时获得良好礼
遇。 “（中国商船）抵岸三日，其王与眷属率大人
（王之左右曰大人）到船问劳，船人用锦籍跳板迎
肃， 款以酒礼， 用金银器皿禄席凉伞等分献有
差。 ”[10](卷上 ，P136)为促进外贸的交流，宋朝岭南地区
设置了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和
钦州博易场等国际市场。
元代，中国福建一带与菲律宾的来往密切。 汪

大渊《岛夷志略》记述菲律宾三岛的商人“常附舶
之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
人以尊长之礼待之， 延之上座， 虽父老也不得与
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11]（P23）。 在菲律宾，商
人到中国经商是受人尊敬的事情。 可见，当时的菲
律宾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明清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给海外贸

易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 但是对当时中国与东
南亚的贸易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据《明史》记载：安南“洪武元年奉表来朝贡方

物，十年，频年贡奄竖、金银、紫金盘、黄金酒尊、象
马之属。 ……帝以其频繁，且贡物多，命仍三岁一
贡。 宣德、正统、万历年间遣使来朝”[12](卷 321，P8309)。 吕
宋（今菲律宾吕宋岛）“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
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来贡。 永乐三年十月遣官
赍诏，抚谕其国。 八年与冯嘉施兰入贡，……万历
四年，复朝贡”[12](卷 323，P8370)。 婆罗（今文莱）“又名文
莱，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其王。 四
年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 明年
又贡”[12](卷 323，P8378)。 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洪武二年，
太祖遣官以即位诏谕其国。其王阿荅阿者先已遣使
奉表来朝，贡象虎方物。 帝喜，即遣官赍玺书、大统
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复遣使来贡。自
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12](卷 324，P8383-8384)。
清初，菲律宾岛上的苏禄国频繁来贡。 “雍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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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使奉表，贡方物。五年六
月， 贡使至京， ……定期五年一贡， 贡道由福建；
……乾隆五年八月，苏禄国王麻喊味呵禀朥宁遣番
丁护送遭风商人回内地。 八年，贡使马明光奏请三
年后复修朝贡，帝命仍遵雍正五年所定五年一贡之
例。 ……独慕义中国，累世朝贡不绝。 ”[13]（P14702-14703）

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此时与中国的贸易
往来进一步增强。马来半岛上的麻六呷（今马六甲）
“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 采买货
物，……闽粤人至此采赐锡及贸易者甚众”[8](P7-8)。 苏
门答腊岛上的旧港国“山南复有二小岛，一名空壳
槟榔，一名朱麻哩，皆产锡，闽粤人到此采锡者甚
众”[14](P18)。
古代中国与泛北部湾东南亚国家朝贡贸易关

系历史悠久。 泛北部湾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商人和
使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跨越南海，与中国进行
了频繁的交往与贸易，形成了朝贡贸易圈。

二、铜鼓文化圈

在中国，铜鼓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
海南等 8 个省、市、自治区[15](P52)。贵州南部和广西西
北部接壤的红水河流域是以“活态”的形式保留铜
鼓文化最丰富的地区， 现在还在使用铜鼓的民族
主要有属壮侗语系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
族以及属苗瑶语系的苗族、 瑶族和属藏缅语系的
彝族[16](P131)。 中国学者按照标准器分式和出土铜鼓
的地名把铜鼓分为万家坝型、 石寨山型、 冷水冲
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 8
种类型。
据不完全的统计， 目前中国已出土并收藏的

铜鼓约 1400 多面，其中广西 600 多面，仅广西博
物馆就藏有 300 多面。 此外，广东省各地博物馆收
藏约 170 多面，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 2 面[17]。
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

也有铜鼓分布。 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个铜鼓
大国。 在云南滇西地区发源的铜鼓文化，到约公元
前 4 世纪，顺红河东下，与越南红河流域下游的青
铜文化融合，创造了“东山铜鼓”。 东山铜鼓是学者
们以越南清化省东山一带出土的铜鼓命名的，国
际上称为“黑格尔 I 型”鼓，中国学者命名的“万家
坝型”铜鼓[18]。
东山铜鼓在越南北部形成发展的高潮后，很

快遍及红河平原及其周围地带。 由此而西，散布到
老挝沙、柬埔寨、泰国，往南到达马来西亚，东南到

达印度尼西亚[16](P208)。
目前马来亚发现有 6 面铜鼓， 其中有 2 面存

于吉隆坡的博物院。 新加坡未见铜鼓出土记录，但
民间收藏有铜鼓，最著名的是林氏藏有两鼓[18]。
印度尼西亚铜鼓出土地点主要在苏门答腊、爪

哇和甘尼安、松巴哇、萨拉亚尔，东边的罗地、塞卢、
莱狄、塞拉卢诸岛以及卡伊群岛的土瓦岛[15](P61)。 明
代张燮著的《东西洋考》一书中有关于今印度尼西
亚爪哇岛西北部铜鼓的记录。 书中下港条说：“铜
鼓，即今华人所有者，诸国以爪哇为最。 ”[19](卷 3，P46)说

明铜鼓主要为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所用，并且以爪
哇的铜鼓数量最多。又载“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
加里曼丹岛西岸的马辰）， 入山深处有村名乌笼里
弹，……夷人携货往市之，击小铜鼓为号。 ”[19](卷 4,P86)

可见，当时铜鼓已作乐器使用。
铜鼓是泛北部湾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

符号和共同的文化载体， 铜鼓文化圈也是泛北部
湾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方孔钱文化圈

自秦汉时期开始， 中国的方孔钱已向东南亚
流通。 在一些东南亚国家， 发现了不少中国古钱
币。 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方孔钱是两汉时期的，其
中包括“大钱五十”和东汉的“五铢”[20](P70)。由《汉书·
地理志》可知，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可远达东南
亚各国。 据考证，《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在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皮宗” 是今新
加坡西面的皮散岛。 在今印尼苏门答腊、爪哇和加
里曼丹的古代墓葬出土了汉代五铢钱[21]。 此外，在
印尼爪哇、巴厘岛发现有唐朝的“开元通宝”和北
宋以后的历代铜钱[20](P71)。 据《瀛涯胜览》爪哇条曰：
“中国历代铜钱通行使用。 ”[22](P16)可见，中国钱币在
爪哇的盛行。 在新加坡扯旗山炮台也曾发掘出北
宋“治平通宝”、“熙宁通宝”等宋朝钱币[23]。
中国与越南毗邻， 在越南发现的汉代钱币包

括汉文帝四铢“半两”钱、西汉“五铢”钱、东汉“五
铢”钱、汉宣帝小“五铢”钱、王莽时期的“契刀五
百”、“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钱币。 在广平
省的汉墓中也发现了五铢钱和铁器 [21]。 1991 年 12
月，越南右龚县发现古钱币 10 公斤，有汉五铢、六
朝五铢、 唐代的元宝， 宋代的钱币等通宝或元宝
钱。 此外，在越南西贡边和省发现中国钱币唐开元
通宝、会昌开元(背桂)、乾元重宝，五代十国的乾亨
重宝、咸康元宝、汉元通宝，北宋时期的至和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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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元宝(背元)，淳祐元宝(背十一)，元代的至正通
宝(小平光背钱 )，明末的大顺通宝，清初的利用通
宝[24]。 这些钱币的发现表明，古代中越两国在货币
流通领域有着频繁的交往与联系。
作为南海通往印度洋咽喉要道的马六甲海峡

沿岸， 中国方孔钱是最早成为各国商人所认可的
交换媒介。 中马古代钱币交流始于宋代，至明代武
宗正德六年( 1511 年) 以前为全盛时期。 500 多年
间，中国古代钱币通过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贸
易的形式流入马来半岛并作为主要钱币流通 [23]。
文莱各地也多次出土过宋钱。 据文莱钱谱记

载，文莱发现的宋钱有“咸平元宝”、“熙宁元宝”、
“元丰通宝”、“开禧通宝”等[25]（P71）。
泛北部湾东南亚国家的钱币最初是由中国输

入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需求，中
国钱币的输出已不能满足泛北部湾东南亚各国经

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各国纷纷模仿中国钱币铸造
本国的钱币。
越南在丁部领王朝的建立后开始仿照中国宋

朝圆形方孔钱的形制铸成。 越南铸造钱币的基本
型式， 钱文字体等都模仿中国， 钱币背面所记的
“丁”、“黎”字，都是受中国五代十国闽钱“天德重
宝”背“殷”的纪国号钱和唐代会昌开元背记地名
或州名之影响的结果，钱文书体真、隶、行、篆等，
都是仿自中国的方孔钱钱文， 甚至有的钱币就是
直接以中国方孔钱钱币为模而仿制出来的[24]。

11 世纪以后， 马来西亚历代统治者都仿照中
国铸造钱币。 詹卑王朝时期曾铸造过锡质的小饼
钱、圆形、无孔，上面铸有阿拉伯文字。 满者伯夷时
期，铸造的钱币为铜质圆形方孔钱。 随着马来西亚
大量锡矿被发现和开采， 马来西亚各邦都仿效中
国方孔钱的式样，用铜、锡来铸造钱币[23]。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发行和流通的大部分钱币，
大都仿照中国圆形方孔的式样铸造 [26]。
就古代方孔钱而言，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与地区有特别密
切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泛北部湾方孔钱文化圈。

四、陶瓷文化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在苏门
答腊、 爪哇和加里曼丹婆罗洲等岛发现过汉代的
陶明器。 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中国航海技术的发
展，中国商人到爪哇经商的很多，商船所载的货物
主要是陶瓷和丝绸之类。 雅加达博物院在中爪哇

查帕拉发现一个六朝时代的有盖瓷罐 , 可能是中
国出口的瓷器[27]。
唐代陶瓷手工业十分发达， 著名的陶瓷窑系

有 20 多个，以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一带）、越窑
（在今浙江余姚县一带）、昌南窑（在今江西景德镇
一带）、邛窑（在今四川邛崃县一带）、定窑（在今河
北曲阳县一带）、潮州窑（在今广东潮州一带）为最
著名，产品亦最多。 在越南北部发现有越州窑和汝
窑出品的陶瓷器， 说明唐代陶瓷制品输入安南不
少， 或说明安南仿照唐代陶瓷制品而发展了自己
的陶瓷工业 [28]（P38）。 在菲律宾宿务岛也发现唐式陶
瓷，苏禄群岛发现晚唐陶瓷等等，是当时彼此往来
的历史证据[29]（P165）。 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哥打丁宜
也发现唐代瓷片[30]。
宋元时期泛北部湾的陶瓷贸易十分繁荣。 《诸

蕃志》 中记载了当时中国的各类瓷器销售于中印
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一带的情况。 该书载
“阇婆国，番商与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
色缬绢、皂绫、……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 三
屿，博易用瓷器、皂绫、缬绢、五色烧珠、铅钢坠、白
锡为货；麻逸国，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
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渤泥，番商兴贩，货金、货
银、……青瓷器；单马令，番商用绢伞、雨伞、荷池、
结绢、酒、米、盐、糖、瓷器、盆钵粗重等物，及用金
银为盘盂博易。 ”[10](卷上 )可见，中国生产的青瓷、白
瓷、青白瓷等瓷器畅销于东南亚。
元代汪大渊著的《岛夷志略》一书，对中国与

东南亚陶瓷的贸易记载详实，其中提到的三岛、占
城、遐来勿、丹马令、丁家庐、彭坑、吉兰丹、爪哇、
龙牙门、 花面等东南亚地区与中国都有陶瓷贸易
往来。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在东南亚依然受欢迎。 马

欢《瀛涯胜览》一书载占城国“中国青磁盘碗等物
甚爱之”，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22](P13、P24)。
经考古发现， 菲律宾吕宋岛沿海地区发现的中国
陶瓷特别多。 1958 年，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在八打
雁的卡拉达岸发掘出大批明初的陶瓷， 成为中国
陶瓷在菲岛贸易范围最有力的证据 [31]。 《明史》中
占城条载“（洪武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 遣
官赐以勘合、 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 磁器万九
千”[12](卷 324，P8385)。
在中国陶瓷器传入之前， 东南亚不少地方不

仅没有瓷器，甚至连饮食的陶器皿都没有。 《东西
洋考》记载，文郎马神居民“初盛食以蕉叶为盘，乃
通中国，乃渐用磁器。 又好市华人磁瓮，画龙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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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贮甕中以葬”[19](卷 4，P85-86)。中国瓷器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马来半岛马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和葬

俗。 清代，仅 1646 年这一年就有二十万件瓷器运
入台湾， 由台湾转运到巴达维亚。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令开海禁，准许出海贸易，一时贸易大有
起色[27]。
中国陶瓷器的输入， 不但影响了古代东南亚

人民的生活， 而且陶瓷烧造技术也对东南亚产生
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泛北部湾逐渐形成了陶
瓷文化圈。

结 语

古代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
律宾和文莱等地自秦汉以来就逐渐建立了长期

的、 频繁的交往与联系， 并促进了朝贡贸易文化
圈、铜鼓文化圈、方孔钱文化圈、陶瓷文化圈等多
重文化圈的形成。 这些交叉重叠的文化圈有机地
聚合成一个整体， 共同构成了泛北部湾历史文化
圈。 千百年来，泛北部湾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
交往基本上处于和平友好状态。 当今的泛北部湾
经济合作，除了政治、经济和贸易等因素以外，泛
北部湾历史文化的共性也是重要的合作基础。 可
以说， 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持久性的泛北部湾历史
文化圈， 为今天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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